
武大国际法评论2024年第1期

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
互动困局及突破路径

张芯萍 *

内容摘要：在国际民商事诉讼市场中，尽管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已经具备

较好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潜力，但是当事人对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选择意愿仍

然不高，这是当事人与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一个阶段性互动困局。我国国际

民商事司法系统不具备外国当事人单方面选择时所需的诉讼优势，故而难以吸引其

认可和选择。此外，我国当前的律师服务市场也处于割裂状态，可向当事人提供我

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相关信息的集中传播渠道不畅，增加了当事人选择的难度。我国

宜调整在国际民商事诉讼市场中的竞争目标，向更广泛的外国当事人和国际案件拓

展，使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更具开放性；同时，还需加快我国涉外律师的人才培

养和储备工作，以畅通集中信息传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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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民商事诉讼市场

加强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更好地维护我

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已是我国各界广泛共识。建设我国涉外法治体系需要

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完善我国的涉外司法体系。①其中，提升我国国

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是完善我国涉外司法体系的方向之一。在国际民商事诉讼市

场中，各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都是供给方向需求方（当事人及其他潜在当事人）所

提供的产品，即以法院的判决结果为核心，由相关主体、制度、组织、角色、价值构成

的与外国当事人互动的系统结构。近年来，欧盟、英国等已先后从供给方与需求方

角度展开实证研究，评估检验了其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供给质量和当事人选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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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黄惠康：《准确把握“涉外法治”概念内涵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武大国际法

评论》2022年第1期，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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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考量因素。①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是指在当事人与各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

的互动过程中，当事人等行为体对其中一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信赖、认可与选

择，笔者已通过提炼设计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的评估指标，从供给方角度评估了

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吸引当事人选择的优势与不足。②本文拟结合需求方的现

实反映，综合分析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与当事人的互动困局，以探讨如何提升我国

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

一、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的互动困局

从微观层面来看，在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与当事人的互动过程中，国际民商事

司法系统应处于沟通互动中的起点。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需要先通过自我运转显

示出其具有值得当事人信赖、认可和选择的质量特征，才能为当事人的衡量比较提

供参照物，继而通过当事人的选择与评价进入不断循环的互动过程。③国际民商事

司法系统自我运转过程中出现的立法、司法与执法问题是一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

的一般困局，其出现在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形成的初始阶段中，是一国国际民商

事司法系统在构建属性特征方面的困局。在国际民商事诉讼市场中，这种一般困局

只能反映供给方对其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单方面行为结果的自我认知，并不能全面

反映一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在市场竞争关系中的实际情况。一般来说，国际民商

事司法系统只有经过外国当事人的认可与选择，才能产生最终的国际民商事司法公

信力。因此，一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与外国当事人的互动出现失衡是一种互动困

局，即一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具有较好的质量却并未获得当事人的广泛认可和选

择，其出现于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过程的最后阶段。

（一）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互动困局的表现

近年来，我国通过推动涉外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建设，已显著提升了我

国在涉外商事海事方面的司法公信力。④前期实证研究也已证实，当前我国国际民

① See Eva Lein, et al.,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rnational Litigants’Decisions to Bring Commercial

Claims to the London Based Courts,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a7eba2640f0b6230268b2

7b/factors-influencing-international-litigants-with-commercial-claims.pdf, visited on 10 May 2021. Tatjana

Evas, Expedited Settlement of Commercial Disput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

RegData/etudes/STUD/2018/627120/EPRS_STU(2018)627120_EN.pdf, visited on 10 May 2021. Erlis

Themeli, The Great Race of Courts: Civil Justice System Competi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Ph. D. diss. ,

the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2018). Marta Requejo Isidro,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in the Liti-

gation Market, 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cedural Law 4-49 (2019).

② 参见张芯萍：《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指标构建与实证评估》，《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

年刊》（第29卷），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301页。

③ 参见钱大军：《司法公信力应当如何建构》，《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3期，第218-224页。

④ 参见齐琪、罗沙：《最高法：人民法院加快推进涉外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建设》，https://

www.gzcourt.gov.cn/xwzx/zfyw/2022/09/29170542531.html，2023年5月17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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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司法系统已经在效率、成本、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司法便民、司法公开等方

面具备一定优势，并且我国仍在积极促进司法公正和判决的可执行性，以深度优化

我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①但是，笔者统计分析的 243 起由我国法院审理的国际民

商事案件②以及我国部分法院所公布的数据③反映出，“国际性”“商事性”案件当事人

对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认可程度和选择意愿仍然不高。

首先，我国多地法院所公开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法院审理的国际民商事案件

总体占比较少。在深圳前海法院 2015—2020年受理的 31554起涉外、涉港澳台民商

事案件中，涉外国案件仅占比 18.56%。这种情况同样出现于广州、无锡等地。在广

州中院 2008—2018年受理的 9051起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中，涉外国案件仅占

比26%。此外，在涉外案件中，涉外一方缺席判决较多。在笔者统计分析的243起案

件中，有 29%的案件为涉外一方缺席判决。缺席判决固然存在对涉外被告送达难的

实践瓶颈，但是随着国际诉讼电子化的不断推进，送达难的困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缓解，故而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涉外当事人对我国法院的认可程度和

选择意愿不高。当前选择我国法院审理的民商事案件主要为我国主权范围内的区

际民商事案件。这一点与英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相关数据形成了对比。自 2010年以

来，英国国际商事法庭每年约有 80%的案件至少涉及一个外国当事人，而在约 50%

的案件中，所有各方都是外国当事人。④

其次，我国法院目前审理的国际民商事案件的“商事性”不强,案件类型主要集

中于跨境民间借贷纠纷。在笔者统计分析的 243起案件和广州中院公布的数据中，

跨境民间借贷纠纷占比分别高达 41%和 27.03%。自 2020 年起，我国又相继成立了

苏州国际商事法庭、北京国际商事法庭、成都国际商事法庭、南宁国际商事法庭等地

方性国际商事法庭，集中审理由原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外商事案件，以逐渐完善

我国分别依托于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法院的涉外商事审判体系。苏州国际商事法

庭自 2020年成立以来，已经受理涉外商事案件 1620件，审结 1355件，涉案标的总额

达 75 亿多元。⑤北京国际商事法庭自 2021 年成立后，已经受理涉外商事案件 519

① 参见张芯萍：《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指标构建与实证评估》，《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

年刊》（第29卷），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309-317页。

② 案件主要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及北大法宝，检索关键词为“涉外民商事案件”“合同纠

纷”，检索时间截至2022年2月，文章中的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所得。

③ 参见《广州法院涉外民商事审判白皮书(2008-2018)暨 2018年度“十大”商事典型案例》，http://

www.gzcourt.gov.cn/xwzx/bps/2019/04/16150106080.html，2022年7月30日访问。

④ See Eva Lein, et al.,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rnational Litigants’Decisions to Bring Commercial

Claims to the London Based Courts,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a7eba2640f0b6230268b2

7b/factors-influencing-international-litigants-with-commercial-claims.pdf, visited on 10 May 2021.

⑤ 参见晏澜菲：《苏州片区：制度创新画出开放“新跑道”》，《国际商报》2022年9月30日，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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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审结 357件，涉诉金额超过 58亿。①成都、南宁国际商事法庭由于新近成立，其所

受理的商事案件还较少。第一、二国际商事法庭由于设置了标的额限制，目前所受

理的高价值跨境纠纷也较少。虽然苏州、北京国际商事法庭审理的商事案件逐渐增

多，但是总体来看，实践中我国所占有的国际纠纷解决市场份额与我国国际贸易和

投资地位仍然不平衡。②

综上可见，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已经具备较好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发展潜

力，但是量化反映显示当事人对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认可程度以及选择意愿

仍然不高。

（二）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互动困局的影响

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的此种互动困局很可能影响我国的国际司法竞争

力。国际民商事诉讼市场是一个大系统，内含多个子系统。不仅存在需求方与各

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互动关系，各供给方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需求方与各

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互动状态还会影响到供给方之间的竞争。竞争主体、竞

争对象、竞争场所和竞争结果共同构成了竞争。在国际民商事诉讼市场这个竞争

场所中，各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竞争力的体现是在国际民商事诉讼市场中的市场占

有率。因此，我国的此种互动困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开拓更多的国际民商

事诉讼市场资源。不过，市场份额的多少并不能完全反映一国司法真正的国际竞

争力，国际竞争力的最终结果是提升本国在国际司法领域的战略主导权和国际话

语权。③

国际司法领域战略主导权和国际话语权是一种合作性权力，强调通过相互依存

而导致的合作性影响，可在国际司法合作的过程中重新界定相关利益和目标。比

如，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主导《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等国际民商事规则的形成来制定更

有利于维护本国民商事利益的制度分配模式。因此，如果能拥有更强的战略主导权

和国际话语权，就可以推动相关国际司法合作的价值取向朝更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方

向发展，意味着可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此外，加强国际民商事领域的国际司法合

作在当前也具有特殊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近年来，不断抬头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

① 参见北京市司法局：《北京首发涉外法律服务发展现状》,http://sfj.beijing.gov.cn/sfj/sfdt/

sfxzyw59/325912403，2022年12月1日访问。

② 参见卜璐：《“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商事法庭的运行》，《求是学刊》2018年第5期，第99页。

③ 参见孙晓：《中、美、日、韩互联网与通信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吉林大学 2015年博士学

位论文，第 18-25 页。此处对国际司法竞争力相关性质的解释参考借鉴了孙晓博士在管理学领域对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阐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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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给多边主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挑战。传统的国际公法与国家利益关系更密

切，更容易受国际矛盾和变局影响。当多边主义在国际公法领域遭受破坏之时，更

需要维护国际民商事司法领域的协调、合作与一体化，这将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其他

世界性的政策目标，并最终具有更大的合法性。①具体而言，要达成国际合作的条件

包括合作可以增加各国的收益，同时还包括参与合作的各国相信其他国家不会凭借

实力上的相对差距来损害本国国家利益和本国当事人利益。②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

力是当事人等行为体对一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评价和反映，被外国当事人所公

认的评价会直接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一定的权威性，直接影响该国司法系统在国际民

商事司法领域中的身份定位。③这种权威性会随着行为体与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

持续互动，逐渐修正其他潜在行为体对该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价值判断并形成

该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持久特征。④这种积极的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为我国与

其他国家开展国际民商事司法合作奠定了可合作的声誉基础。但是，由于我国国际

民商事司法系统与当事人之间互动困局的存在，无法直接彰显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

系统所具有的较强的能力，从而影响外国当事人对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维护其

权利、利益的合理预期，并在信息交换过程中影响其他潜在外国当事人的价值判

断。难以满足达成国际司法合作的条件，很难通过国际司法合作来推行有利于维护

我国民商事利益的制度分配模式，因此难以提升我国在国际司法领域中的战略主导

权和国际话语权。

二、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互动困局的形成原因

客观而言，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的互动困局受诉讼与仲裁在国际争议解

决市场中相互竞争的影响。根据英国国际和比较法研究所对当事人的实证调研反

映，较之于诉讼，仲裁具可执行性、保密性、灵活性，并且当事人可选择仲裁员、可更

好地控制仲裁程序。⑤2018年伟凯律师事务所（White & Case）和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① See Horatia Muir Watt,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beyond the Schism, 2 Transnational Legal Theo-

ry 347-428 (2011). Robert Wai, Transnational Liftoff and Juridical Touchdown: The Regulatory Function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40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209-274

(2002) ；孙笑非、吴琼：《〈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评介与展望》，《国际法学刊》2019年第 1期，

第163-164页。

② 参见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 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天津人民出版

社2007年版，第71页。

③ 参见王学东：《国家声誉与国际制度》，《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第16-17页。

④ 参见王学东：《国家声誉与国际制度》，《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第16-17页。

⑤ See Eva Lein, et al. ,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rnational Litigants’Decisions to Bring Commercial

Claims to the London Based Courts,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a7eba2640f0b6230268b2

7b/factors-influencing-international-litigants-with-commercial-claims.pdf, visited on 10 Ma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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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仲裁调查反映，97%的受访者更喜欢国际商事仲裁。①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诉

讼和仲裁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有竞争，还有互补及合作。②诉讼和仲裁都是一国国际

争端解决机制的一部分，诉讼可以增加贸易各方的选择范围。③加强仲裁的发展，也

可以为法院带来更多的被选择机会。新加坡最高法院大法官曾指出，仲裁员不应将

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视为竞争者，二者都是推动新加坡成为亚洲第一商事争端解决

中心的一部分，将会彼此成就。④

（一）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的行为特征不符合当事人的实际需求

毋庸置疑，出于经济性考量，当事人都倾向于选择效率高、成本低、质量好、判决

可执行的司法系统。但是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情况，当事人之间在具体的实践中还存

在诸多复杂情况，故而其在依据不同目标制定具体博弈策略时对所需司法系统的偏

好并不相同。其中，需要重点关注当事人的两种具体情况，即双方当事人协议选择

和单独的某一方当事人选择。⑤首先，在双方当事人协议选择时，会更倾向于选择中

立性的法院。即要求与双方当事人都在思想和行动上处于等距离的状态，任何一方

当事人都没有选择其国内法院诉讼的优势，⑥并且该法院判决具有广泛的国际可执

行性。在纠纷产生前的合同缔约阶段，双方都不愿意放弃更有利于自己的法院，故

而持中立立场的法院是双方之间可以达成的一种妥协结果。在纠纷产生后的选择

阶段，双方当事人往往都不确定自己的真实博弈地位。若双方当事人都有意减少在

管辖权方面的无效成本投入，就管辖法院进行协议选择时，一个中立的法院也意味

着双方当事人都具有平等的胜诉可能性及获利机会。其次，在单独的某一方当事人

进行选择时，会更倾向于有利于索赔人的法院。即该法院会确立管辖权，更倾向于

适用法院地法并且适用法院地法会更有利于索赔人，⑦以及该法院判决能够在目标

① See White & Case and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2018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② See Xandra Kramer & John Sorab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urts in Europe and Beyond: A Global

Competition for Justice ? , 12 Erasmus Law Review 1-9 (2019).

③ See Andrew Godwin, et al. ,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The Singapore Experience, 18 Mel-

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20-259 (2017).

④ See Sundaresh Men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Towards a Transnational System of Dis-

pute Resolution, https://www.supremecourt.gov.sg/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media-room/

opening-lecture-difc-lecture-series-2015.pdf, visited on 10 January 2023.

⑤ See Erlis Themeli, The Great Race of Courts: Civil Justice System Competi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192-204 (Ph. D. diss. , the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2018).

⑥ See Ronán Feehily, Neutrality,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

tion, A Fine Balance in the Quest for Arbitral Justice, 7 Penn State Journal of Law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88-114 (2019).

⑦ 参见[澳] 迈克尔·J. 温考普、玛丽·凯斯：《冲突法中的政策与实用主义》，阎愚译，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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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获得有效承认与执行。

司法实践中，我国不少法院在管辖权确立和纠纷解决环节中，更倾向于确立我

国的管辖权、适用我国的法律，在判决承认与执行环节中，法院判决的国际可执行性

还不够广泛与稳定。首先，我国一些法院在管辖权确立环节鲜少拒绝行使管辖权，

一些法院还存在忽视当事人协议管辖的行为。①比如，在米纳德娱乐发展（上海）有

限公司、广州万达文化旅游城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②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管

辖协议，但是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审查论证，而是以双方当事人出庭应诉表明默

示双方当事人认可一审法院对此案的管辖权。在陈某某、王某民间借贷纠纷案③中，

双方当事人已经约定双方因借款合同产生争议，由清远市所辖的人民法院受理，该

合同签订地和履行资金交付接收也均发生在清远市清城区侨阳公司的经营场地范

围内，并不违反我国有关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的规定。但是法院仍然以被告住所地

在广州市番禺区为由确立了自己的管辖权。此外，在当事人双方协议选择外国法院

管辖的情况中，若管辖协议中没有明确的“排他性”等词汇时，一些法院在实践中往

往认定管辖协议为非排他性协议，进而确立我国法院的管辖权。如在北京东方车云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鼎耀有限公司关于居间合同纠纷案④中，双方事前已协议约定

“可以向乙方（即鼎耀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管辖协议并不违反

我国的专属管辖，乙方注册地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法院也与争议具有实际联系，因此

其应当具有管辖权。但是，我国法院认为该管辖条款中并未明确约定是否属于排他

性管辖法院，同样以双方当事人应诉来默认双方当事人同意我国法院行使管辖权。

2023年《民事诉讼法》新增加了有关默示管辖的规定，即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

应诉答辩或者提出反诉的，视为我国法院有管辖权。据此来看，在有法律明文规定

的情况下，法院出于扩张管辖权的需要抑或是为了降低错误发生率等，可能会在实

践中进一步强化这种司法行为特征。但是，从这种司法行为特征的客观影响来看，

忽视当事人协议管辖始终会使外国当事人一方对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的中立性存

疑，从而降低了双方当事人协议选择我国法院的意愿。不过，我国法院在忽视协议

管辖后确立管辖权的行为，有利于维护我国当事人的利益，增加了我国当事人单方

面、重复性选择我国司法系统的意愿，但是也降低了外国当事人单方面、重复性选择

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动机。其次，在纠纷解决环节，我国法院最终确立的准

据法多为我国法律，具有明显的属地主义倾向。这种明显的属地主义倾向有利于为

① 参见张芯萍：《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指标构建与实证评估》，《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

年刊》（第29卷），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318页。

②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 0104民初 17497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2021〕粤01民终24575号民事判决书。

③ 参见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20〕粤0191民初9579号民事判决书。

④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辖终454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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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事人提供可预见的诉讼优势，会逐渐增强我国当事人单方面、重复性选择我

国法院的动机。但是对外国当事人而言，这种明显的属地主义倾向是其单方面选择

时的一种诉讼劣势，会降低外国当事人单方面、重复性选择我国法院的意愿，也并不

满足当事人协议选择时的中立性需求。最后，在判决承认与执行环节，目前我国并

未加入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公约，已经签署的双边协定也具有明显的地区局限

性，我国也尚未解决不同国家互惠标准之间的衔接与转化问题。①如果法院判决无

法得到承认与执行，就无法真正落实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博弈结果。因此，无论是外

国当事人单方面选择、还是双方当事人协议选择，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要想吸

引其认可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不过，判决无法得到有效承认与执行并不一定是所有

战术博弈的阻碍。如果一方当事人本就欲通过判决不可执行来拖延对方诉讼时间、

阻碍对方恢复业务运转，那么此时判决的可执行性如何，对该当事人而言就不再是

阻碍。②但是，在大多数时候，一国法院判决能够在目标国得到承认与执行，仍然是

当事人选择一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关键要素。

综上可见，导致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在整体质量良好的情况下，仍然不被

当事人广泛认可与选择的关键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的行为特征并不

符合当事人协议选择时的中立性需求，也不具备外国当事人单方面选择时所需的诉

讼优势。此外，这种互动情况还会影响其他潜在当事人对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

的认可和选择。相较于正处于诉讼之中的当事人来说，其他潜在的当事人可以通过

观察正处于诉讼之中的当事人与一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互动过程，来更好地了

解与掌握冲突、价值和其在未来诉讼中的地位。因此，这种前期已经形成的行为模

式还可能会导致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被其他潜在当事人从可选择名单中排除。

（二）国际民商事诉讼市场中的集中信息传播渠道不畅

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与当事人的互动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进程，在这种重复关系

内部存在关于各国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的集中信息传播渠道，即律师行业。在国

际民商事诉讼市场中，三方面原因环环相扣导致律师在与当事人的代理关系中占据

主导地位，成为国际民商事诉讼市场的集中信息传播渠道。首先，个人要想使用法

律来解决国际民商事争端，存在极高的专业门槛和难度。国际民商事法律推理和程

序的高度复杂性、国际民商事法律知识的不断更新与发展等技术原因形成了国际民

商事诉讼的专业门槛。③地域跨度大、语言差异大以及诉讼周期长等客观现实进一

步增加了国际民商事诉讼的难度。其次，在这种专业门槛和难度的基础之上，律师

① 参见张芯萍：《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指标构建与实证评估》，《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

年刊》（第29卷），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316-317页。

② See Richard Fentima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itigation, 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cedural Law 239 (2012).

③ See Erlis Themeli, Matchmaking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and Lawyers’Preferences in

Europe, 12 Erasmus Law Review 70-7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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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行业逐渐形成专业垄断。作为技术性人才，律师需要经过长期专业训练，这种

高度专业性和培养的时间成本决定了律师行业的整体资源较为稀缺。更为特殊的

是，律师行业是一个职业共同体，并不存在其他竞争者和替代者。并且，其专业知识

和经验还可逐渐累积，进一步增强其垄断性，加剧个人使用法律解决国际民商事争

端的难度。①最后，基于专业门槛和律师服务行业的垄断性，当事人对国际律师的依

赖程度进一步加深。律师服务作为专家生产的产品，个人往往无法判断律师服务的

质量，只能将律师费用的高低视为一种判断质量的可能标准。②为了赢得诉讼以挽

回前期的经济损失和成本投入，不同实力的当事人会对律师的服务进行相互竞价以

争夺律师的服务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律师行业获得了一定特权，是一种具有

公共利益的特殊服务，但是却在实际上由市场分配其服务资源。③这三方面原因导

致当事人处于不利地位，难以确定其选择的律师服务的质量，但是迅速上升的成本

也导致中途结束代理关系的代价更大。④故而律师从这种情况中受益，可以主导诉

讼计划和法院选择策略，具有向当事人和其他潜在当事人宣传一国国际民商事司法

系统的先机和强有力的地位优势。

但是，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可能存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对于当事人而

言，能够以更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更好的结果是其投资国际民商事诉讼的目标所在。

从理论上来讲，律师为了获得更多代理费用，则会倾向于平均审理周期较长、法律更

为复杂、准确性不高的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⑤但实际上，任何律师可出庭的司法管

辖区以及其熟悉的司法管辖区的数量都是有限的。⑥实践中，律师通过使用本地化

专业技能来应对客户的需求，解决相关争议。法律是对政治和文化更为敏感的职业

领域，各国不同语境下的本地化专业技能根植于本地化的文化内涵之中，其基于经

验并高度适用于本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包含了非常复杂的技术。⑦故而律师会希

望在最大化其利润的同时，尽可能减少需涉足其他地区本地化专业技能的几率，否

① See Larry E. Ribstein, Lawyers as Lawmakers: A Theory of Lawyer Licensing, 69 Missouri Law

Review 314-315 (2004).

② See John P. Heinz，et al.,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Lawyers’Work: Chicago in 1975 and 1995,

32 Law and Society Review 751-756 (2006).

③ See Gillian K. Hadfield, The Price of Law: How the Market for Lawyers Distorts the Justice Sys-

tem, 98 Michigan Law Review 960-1000 (2000).

④ See Erlis Themeli, Matchmaking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and Lawyers’Preferences in

Europe, 12 Erasmus Law Review 72 (2019).

⑤ Erlis Themeli, The Great Race of Courts: Civil Justice System Competi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187-189 (Ph. D. diss. , the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2018).

⑥ See Jens Dammann & Henry Hansmann, Globalizing Commercial Litigation, 94 Cornell Law Re-

view 17 (2008).

⑦ 参见刘思达：《割据的逻辑 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增订本）》，译林出版社 2017年版，

第152-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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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需增加律师的投入成本。因此，其向当事人提供起诉法院的建议时，也不仅仅取

决于该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自身基础设施如何，还涉及律师的认知偏好，①主要包

括律师对该司法管辖区的熟悉程度、当事人对其的熟悉程度以及是否其他律师经常

选择的司法管辖区等。②因此，律师往往希望当事人选择其所执业或熟悉的司法管

辖区，并有动机限制执行当事人的外国管辖协议，以防止案件漏出该范围。③

我国在 20世纪 90年代初就开始着手对外开放法律服务市场的准备工作，并于

在 2001 年颁布了《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称《条例》）以规

范对外开放法律服务市场。④但是，我国在是否向外国律师开放我国法律业务方面

仍然作出了严格限制，⑤《民事诉讼法》274 条及其《司法解释》第 526、527 条限制了

外国律师在我国执业，外国当事人只能委托我国律师代理在我国法院审理的诉

讼。根据《条例》第 15、16条，外国律师事务所也不得从事我国法律业务，不得聘用

我国律师。因此，外国律师熟悉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机会和范围大为受

限。我国法院往往会被外国律师直接列入其不会选择的法院名单中，更不会出现

在外国律师向外国当事人所建议的选择范围之内。处于纠纷之中的外国当事人无

法从外国律师处获取对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了解，其他潜在的外国当事人

自然也失去了通过观察已有诉讼来了解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机会。此外，

当前我国律师也难以为国际民商事诉讼当事人提供较好的法律服务，主要原因在

于我国涉外律师的人数少。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共有律师 51.3 万人，进入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涉外律师人才库的仅有 2200 人。⑥即使在涉外法律服务市场较为发达

的上海，上海市律师在国际法和外国法的了解、国际业务的经验、法律服务的技能、

外语的应用程度等方面都与国外的律师事务所存在一定的差距。⑦由此可见，我国

当前的律师服务市场是割裂的，本国律师只能提供中国法的服务，外国律师事务所

代表处只能提供国际法和外国法的服务，无法提供跨法域下的一站式法律服务。⑧

在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与当事人的互动中，无论是外国律师还是我国律师，都

① See Jens Dammann & Henry Hansmann, Globalizing Commercial Litigation, 94 Cornell Law Re-

view 35 (2008).

② See Eva Lein，et al.,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rnational Litigants’Decisions to Bring Commercial

Claims to the London Based Courts,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a7eba2640f0b6230268b2

7b/factors-influencing-international-litigants-with-commercial-claims.pdf, visited on 10 May 2021.

③ 参见[澳] 迈克尔·J. 温考普、玛丽·凯斯：《冲突法中的政策与实用主义》，阎愚译，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115页。

④ 参见丁锋、姜秀元：《中国规范对外开放法律服务市场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外国律师事务

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评析》，《中国法律》2002年第2期，第16-19页。

⑤ 参见唐波等：《自贸区建设背景下的法学教育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页。

⑥ 参见《加快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人民日报》2021年3月25日，第19版。

⑦ 参见唐波等：《自贸区建设背景下的法学教育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0页。

⑧ 参见唐波等：《自贸区建设背景下的法学教育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9-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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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向当事人提供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相关信息。集中信息传播渠道不畅

会影响当事人对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价值判断，当事人无法从律师处获得

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相关信息，加剧了当事人在选择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

阶段的信息不对称困境。因此，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吸引当事人认可和选择

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三、突破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互动困局的路径

（一）稳步调整使我国司法系统更具开放性

通过理解当事人的需求、活动与行为来满足当事人的选择偏好，是突破我国国

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互动困局的最直接方式。除吸引当事人的诉讼选择以外，我国

还同时面临着许多其他的政策目标，比如要减少由国家负担的社会成本、无效率的

法规溢出等。①因此，需要立足于我国的基本现实，在考量并平衡不同政策目标以

后，确定我国今后在国际民商事诉讼市场中的竞争目标，进而调整我国国际民商事

司法系统。随着我国在跨国经济交往中实力的不断增长、前景的不断拓宽，以及近

年来我国在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今后我国国际民商事诉讼的

发展需要稳步向更广泛的外国当事人和国际市场进行拓展。对此，需要渐进地、系

统地调整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使其更具开放性。

1.增强协议管辖规则的竞争力

当前，管辖权领域是各国吸引更多当事人选择和竞争国际民商事诉讼市场份额

的主要着力点，协议管辖是其中的主要竞争事项。各国在协议管辖规则上的差异

性，已导致了当前“中心—外围”型管辖权市场格局的形成。②我国需要广泛吸引外

国当事人的管辖选择，才能扩大我国的国际市场份额。对此，我国需要在不同种类

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中，就维护本国利益和外国当事人利益的平衡进行再调整。

首先，就选择我国法院的管辖协议而言，2023年《民事诉讼法》新增了与涉外协

议管辖有关的第 277 条，即涉外民事纠纷的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

可以由我国法院管辖。今后在所有的涉外民事案件中，只要存在当事人选择我国法

院的书面协议这一管辖根据即可确立我国法院的管辖权，而不再以实际联系作为限

制条件。此举改变了我国自 2013年以来一直将涉外协议管辖和国内协议管辖进行

合并规定的情况，其不仅是在形式上与国内协议管辖规则分开规定，更是通过取消

实际联系限制条件和案件类型限制条件与国内协议管辖规则在实质内容上进行了

区分，形成了协议管辖在域内外民事案件中的两种不同规则体系。这将带来两方面

① 参见[澳] 迈克尔·J. 温考普、玛丽·凯斯：《冲突法中的政策与实用主义》，阎愚译，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126页。

② 参见王磊：《试论我国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规则体系的改进》，《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年第

4期，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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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影响：其一，从形式和内容上分开规定有利于我国及时跟进国际民商事诉讼市

场的迅速变化以促进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逐渐形成稳定、持续的国际竞争力，

并且进一步推动我国管辖权规则与国际社会兼容。其二，有利于塑造我国法院是

“中立法院”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更能满足外国当事人对中立性的需求，尤其为

广泛的离岸诉讼当事人协议选择我国法院提供了机会。

其次，就选择外国法院的管辖协议而言，我国当前仍需要坚持实际联系原则这

一“临时措施”，但需要对其进行完善以促进我国司法系统在管辖权环节更具中立性

和开放性，进而增强我国涉外协议管辖规则的竞争力。《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不再要

求当事人选择的法院与案件有实际联系，美英等发达国家也取消了实际联系原则，

我国部分学者便以此主张我国也应取消实际联系。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欧美等发达

国家的国际商事法庭已经发展相对成熟，已经具备强有力的竞争力，并不需要通过

实际联系原则来防止涉及本国的案件流失。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和企业实力

的增强提高了我国企业在涉外商事合同谈判中的地位，但是整体的弱势谈判地位仍

然存在，①因此坚持实际联系原则仍然是现阶段维护我国弱势当事人利益的权宜之

计。不过我国可适当软化实际联系原则，逐步渐进放宽限制，至条件成熟后再行完

全废除。第一，在实际联系的判断标准方面，我国可在当前的客观联系标准之外，增

加法律选择标准，并扩大客观标准中实际联系地的范围。第二，在保障实际联系的

判断标准具有多元性以后，还需明确规定实际联系要素只需一个即可满足实际联系

要求，以避免该规则被滥用。②

2.提高纠纷解决环节的专业性

除受国家主权观念的影响以外，在缺乏确切的审判指引时，法官为了降低错误

发生率、控制司法错误成本，也更倾向于适用我国法，由此导致属地主义倾向明显。

从司法过程的内部因果关系来看，法官的职业能力不足以及我国在法律选择方面的

规定滞后于社会发展，是致其发生的主要原因。③国际民商事诉讼对法官有较高的

职业能力要求，法官需要充分掌握冲突规范各部分的确切含义，明晰相关概念的内

涵与外延，且还可能涉及外国法查明与适用等步骤。近年来，我国法官审理国际民

商事诉讼的水平不断提高，但要与英、法、新加坡等国竞争外国当事人，我国法官的

职业能力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④在我国国际私法起步和发展时间晚于其他国家的

背景下，我国在国际私法中采取的分散式立法模式有利于及时、灵活弥补我国立法

① 参见袁发强、瞿佳琪：《论协议管辖中的“实际联系地”——立法目的与效果的失衡》，《国际法

研究》2016年第5期，第105页。

② 参见甘勇：《涉外协议管辖：问题与完善》，《国际法研究》2014年第4期，第63页。

③ 参见郑成良、张英霞：《论司法公信力》，《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5

期，第9页。

④ 参见刘敬东：《大国司法：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之重构》，《法学》2016年第7期，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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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空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称《适用法》）也通过诸多弹性的规则和

方法来保障法律适用的灵活性。但是，当前，我国法院受理的国际民商事案件数量

已经激增，我国法官审判工作负荷量较大。加之国际民商事诉讼当事人在选择司法

系统阶段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客观问题，需预测诉讼风险和胜诉几率以进行利益博

弈。在这些现实情况下，当前的法律反而缺乏体系性、确定性和可操作性，增加了法

官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把握法律条款的难度。①

但是，法官的职业能力只是一个存在偶然性的变量，制度安排才是更具必然性

的常量。因此，应当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以借助制度的恒定性来降低这种变量的影

响，将其转化成可操作的制度安排。具体而言，首先，就整体而言，我国需要清理已

经过时或不合适的法律条文以梳理现存的冲突规范，协调各法律适用规范之间的相

互关系以避免不同条文之间的重叠与矛盾。②其次，需要分领域对《适用法》作进一

步细化与完善。比如就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适用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而言，《适用法》

不仅在总则中将其设置为兜底性原则，还在各分则中将其设置为一个弹性规则，但

均只有框架性描述而无详细规定，造成了司法实践中混乱的适用局面。③因此，我国

需要在立法中进一步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地位，细化其在各分则中的参考因素。

再次，可通过出台指导性案例等方法进一步加强对法官的审判指引，规范法律选择

过程。最后，我国也需要进一步提升法官在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中的专业素养，全

面开展对司法机关涉外部门人员的涉外法律和国际法教育培训，具体可以通过高校

法学院在法院开展在职法律硕士或者合作培训等方式进行。④

3.提升判决的国际可执行性

判决的国际可执行性是目前各国均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难题，我国应当继续从多

边公约、双边司法互助协定以及互惠关系三个途径推动我国法院判决可执行性的提

升。一方面，我国需要全面审慎考虑批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和签署《判决承认与

执行公约》所面临的整体性问题、声明问题、具体修法问题等，适当选择批准时机。⑤

另一方面，我国尚不具备废除互惠的内外条件，故而当前不宜废除互惠，而应采取积

① 参见田洪鋆：《大数据视野下〈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3期，第97-98页。

② 参见田洪鋆：《大数据视野下〈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3期，第99-100页。

③ 参见田洪鋆、张雪媛：《失去控制的灵活性：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的适用与反思》，《社会科

学战线》2019年第8期，第218-222页。

④ 参见杜焕芳：《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及实现路径》，《中国大学教学》2020年第 6

期，第28-29页。

⑤ 参见刘仁山：《我国批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问题与对策》，《法学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200-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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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改进的策略。①我国可通过法律互惠和推定互惠来积极改进、软化当前的互惠标

准，采取更为合作的立场，积极推动互惠关系的形成。毋庸置疑，无论是通过多边公

约还是互惠关系来推动判决的可执行性，都涉及诸多的利益博弈和再分配，难以在

短期内取得快速突破。故而，我国可以尝试先在小范围内通过灵活且成本较小的新

途径，在短期内快速、有效地先提升我国部分判决的国际可执行性，以提升我国国际

民商事司法公信力。

2015年，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首次通过颁布实践指导的方式，将其法院判决

的支付争议提交仲裁，而后通过仲裁裁决来强制执行。我国也可借助仲裁裁决的高

流通性和强制执行力，推动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判决转化为仲裁裁决。具体而言，应

当围绕着两个问题进行，即哪些法院判决可以转化以及怎样转化。针对第一个问

题，为了避免对现行法律的大量修改以及增加司法操作难度，减少社会成本和司法

成本，需要将其范围限制在已经生效并具备终局性的法院判决之内，判决内容也不

得涉及雇佣合同或消费者合同，且当事人之间就该判决存在金钱支付方面的争

议。②也即，原判决结果已经确定，当前争议在于判决的执行，双方就该判决产生了

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对此，可将其提交仲裁，由仲裁庭依据仲裁程序作出仲裁裁决

并进行执行。

针对第二个问题，我国需要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原则，以明确金钱支付

争议的可仲裁性为路径，以与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合作的五大仲裁委员会作为仲裁机

构。③首先，可以通过提供示范性文本，鼓励当事人在合同缔约阶段就将仲裁条款和

选择法院条款一起纳入合同。一旦法院判决未得到执行，判决债权人即可将其提交

仲裁。其次，我国需要明确规定金钱支付争议的概念和范围，这是仲裁庭将判决转

化为仲裁裁决的前提，具体可包括判决债务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判决确定的款

项或判决款项的未付部分。除此以外，在判决转化为仲裁裁决后的执行环节里，还

需要注意双重追偿的隐患。当前，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对此种转化方式的定位是

为当事人多提供一种额外的执行选择，提交仲裁不会影响判决债权人在仲裁未决期

间执行判决的权利，无论仲裁的进展或结果如何，该判决都将继续完全有效。④这无

① 参见王雅菡：《互惠在外国法院判决承认和执行立法中的功能和利益衡量》，《中国国际私法

与比较法年刊》（第29卷），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295-298页。

② See DIFC Courts Practice Direction No.2 of 2015 - Referral of Judgment Payment Disputes to Ar-

bitration, https://www.difccourts.ae/rules-decisions/practice-directions/difc-courts-practice-direction-no-2-201

5-referral-judgment-payment-disputes-arbitration, visited on 2 January 2023.

③ 参见高升、李珂珂：《国际商事法院判决转化为仲裁裁决的实现路径》，《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

报》2021年第1期，第73-74页。

④ See Michael Hwang, The DIFC Courts Judgment-Arbitration Protocol Referral of Judgment Pay-

ment Disputes to Arbitration, https://www.difccourts.ae/rules-decisions/practice-directions/difc-courts-chief-ju

stices-explanatory-lecture-notes-referral-judgment-payment-disputes-arbitration-november-2014, visited on 2

January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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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极大地增加了执行的灵活性和可执行的几率，但是，如果判决债权人决定在一个或

可能的两个国家（如果债务人在这两个国家都有资产）同时执行法院判决和仲裁裁

决，就会产生双重追偿。对此，可分两组情况进行应对：其一，对于已经执行完毕的法

院判决，债权人仍然申请执行仲裁裁决的，债务人可以援引《纽约公约》第5条提出撤

销或停止执行仲裁裁决。其二，对于仲裁裁决已经先予执行而债权人仍然要求法院

执行判决的情况，债务人可依据各国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规定进行合理规避。

（二）畅通集中信息传播渠道

是否对外国律师开放本国的法律服务市场以及开放至何种程度，是各国在试图

吸引外国当事人时均会面临的问题。近年来，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已将允许外国律

师代理与新加坡没有实质性联系的离岸案件列为其参与竞争、吸引更多外国当事人

选择的着力点之一。①由于外国当事人更加信任外国律所和外国律师，故而对外国

律所和外国律师的监管方式和监管程度会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向。②从长远来看，允

许外国律师在我国代理部分案件可能更有利于吸引外国律师向其客户推荐我国司

法系统，否则不太可能提交我国法院审理，这也是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允许外国律

师代理离岸案件的原因。然而放开外国律师在我国的执业，势必会猛烈冲击我国律

师的业务并且可能影响我国国际民商事领域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因此，我国可暂时

维持当前对外国律师的管理方式和程度，同时大力、快速加强对我国涉外律师的培

养。待我国涉外律师的国际竞争力以及我国法官的国际案件审判能力显著提升、我

国国际民商事制度和对外国律师的管理体系进一步成熟后，再行考虑向外国律师开

放我国律师服务市场的时机、程度和方式。

因此，目前要畅通我国在国际民商事诉讼市场中的集中信息传播渠道，关键在

于加快我国涉外律师的人才培养和储备工作，提升我国律师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具

体而言，我国需要同时开展两个培养工作：强化当前律师服务市场主力的涉外业务

能力以及系统优化高校法学生源等后备人才的培养模式。针对当前已进入律师服

务市场中的律师，首先，以专项政策鼓励我国律师积极通过涉外法律硕士等方式主

动提升在金融、证券、保险、投资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涉外业务能力，充分激发现

有律师队伍的专业潜力。其次，灵活调整用人机制，全国律协和政府相关部门要加

强组织对接。可通过政府相关部门汇集涉外一线谈判和争端解决人才，集中对国内

① See Man Yip,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The Future of Litigation?, 12 Eras-

mus Law Review 89-90 (2019).

② 参见刘思达：《割据的逻辑 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增订本）》，译林出版社 2017年版，

第143-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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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律师进行经验传授和实务培训。

针对高校法学生源等后备人才，首先，在课程设置层面，不仅需要加大国际法比

重，还需要在国内法的课程中加入国际元素。①处理涉外法律事务，不仅需要掌握国

际法，还需要掌握我国国内法，以及相关外国国家的法律体系。涉外律师应当具备

比国内律师更全面的知识结构，然而当前部分国际法研究生的国内法基础却较为薄

弱。②因此，高校在课程设置中，在加强国际法比重的同时，还应当以本国国内法为

基础，围绕目前国家的战略需求，适当延伸相关国家的国内法知识体系。其次，我国

还应当加大对国际模拟法庭比赛的组织力度，结合国际司法实务来细化比赛种类、

模拟比赛环境，以激发学生对涉外律师行业的兴趣、强化学生的司法实务能力。最

后，我国还需要根据当前的市场需求，加大法律与投资、法律与金融、法律与税务、法

律与信息等复合人才的培养。一方面可为市场上的高端涉外业务储备人才；另一方

面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涉外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产品链。

四、结语

目前，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和大调整时期，国家间的博弈领域在不断地扩展，各领

域的国际秩序也正处于变化和发展之中。各国在国际民商事领域的竞争很难以军

事等物质性权力竞争的方式进行，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是各国的一种无形战略资

源，是各国在国际司法领域博弈话语权的重要着力点。③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产

生于当事人与各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的互动过程中，是各国积极塑造和当事人理

解认同的辩证统一。在当前的互动阶段中，供给方的努力并未与需求方的认同形成

辩证统一，这是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的主要困局所在。对此，我国一方面需

要稳步调整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使其更具开放性以开拓更多国际市场；另一

方面，需要畅通信息传播渠道来改善国际律师和当事人对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系统

的认知偏好。通过诸多措施全面提升我国国际民商事司法公信力，将推动我国在国

际司法领域的话语权提升、获得战略主导地位，有利于更加充分有效地维护我国的

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① 参见杜承铭、柯静嘉：《论涉外法治人才国际化培养模式之创新》，《现代大学教育》2017年第 1

期，第90页。

② 参见刘梦非：《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标准迭代与路径平衡》，《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22年

第3期，第5页。

③ 参见王啸：《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20 年第 6 期，第

58-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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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Judicial
Credibility: Interactive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Path

Abstract: In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litigation market, China’s

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judicial system has good infrastructure and de-

velopment potential, but the litigants’ recognition and choice willingness is still

low. This is a phased interaction dilemma between the litigants and China’s inter-

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judicial system. Th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Chi-

na’s 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judicial system do not have the litigation

advantages required by the unilateral choice of the foreign litigants. So it is diffi-

cult to attract their recognition and choice. China’s current lawyer service market

is also in a state of fragmentation, which can provide the centralized dissemina-

tion of information related to China’s 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judicial

system, increasing the difficulty of attracting the litigants. China needs to adjust

the competition goal in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litigation market to

expand to a wider range of international litigants and international cases and

steadily adjust its 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judicial system more ope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talent training and reserve of

foreign lawyers in China to smooth the channel of centralized information dissemi-

nation.

Key words: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judicial credibility； international judicial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

mercial litigatio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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